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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李存山     

——兼评余英时著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 

学术界一般所谓“宋学”，乃宋代儒学之简称。钱穆先生曾说：“宋学精神，厥有两端：一曰革新政令，二曰创通经

义，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。革新政令，其事至荆公而止；创通经义，其业至晦庵而遂。而书院讲学，则其风至明末

之东林而始竭。”（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7页）此所谓“宋学”，显然即指宋

代儒学；而钱先生对“宋学精神”的概括，亦可谓切当而精辟。 

陈寅恪先生曾指出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，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归于“宋代学

术之复兴，或新宋学之建立”（陈寅恪：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45页）。这里虽然使

用了“文化”、“学术”和“宋学”三个外延不同的概念，但就实质而言，其所谓宋代所造极的“文化”或“宋代学

术”，主要指的就是“宋学”，亦即宋代儒学。 

陈寅恪先生对“宋学”的评价如此之高，却不能不使人想到王夫之曾有“陋宋”之说，其《黄书·宰制》云：“圣人

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，非大反孤秦、陋宋之为不得延。”对于陈、王评价之不一，余英时先生在近著《朱熹的历史

世界》一书中有所疏释，认为这是“分别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不同角度为宋代寻求历史定位”，“宋代在政治史上虽

不能和汉、唐争辉，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、唐的成就”，王夫之的“陋宋”之说是从“政治史”上讲，而他说

“宋分教于下，而道以大明”（《宋论》卷三《真宗一》）则是从“文化史”上讲（余英时：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，

三联书店2004年版，第189页。以下引用该书，只注明页码）。按余先生的疏释，王夫之的“陋宋”之说与陈寅恪对

“宋学”的评价并不矛盾。 

余先生的书又名为“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”。关于“政治文化”，余先生用此词有二义，即第一，其“大致指

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”；第二，其“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”。余先生强调，

“本书采取了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”。此方法不同于一般“哲学史”的方法，如余先生所说：“哲学

史家关于‘道体’的现代诠释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理解，但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，至少已经历了两

度抽象的过程：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，其次再将‘道体’从道学中抽离出来。至于道学家与他们的实际生

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则自始便未曾进入哲学史家的视野。”（第5-7、8页）余先生所采取方法的重要意义就是从“抽

离”到还原，即把道体、道学还原到宋代士大夫的“政治文化”中。余先生将此称为“哥白尼式的回转”

（“Copernican revolution”），他指出：“我们必须在概念上作根本的调整，然后才能确切把握住‘推明治道’

在宋代所谓‘道学’或‘理学’的中心意义。本书断定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是秩序重建……道学虽然以‘内圣’显其

特色，但‘内圣’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，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。”“一言以蔽之，‘上接孔、

孟’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，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（‘second order’）的位置，第一序的身份

则非秩序重建莫属。”（第117、118、183页） 

余先生的“回转”激起台湾的几位新儒家学者的反驳，而对于大陆学者来说，我想这一“回转”似当是应有之义，而

不致真产生“revolution”（“革命”）之想。“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”的方法，在大陆学界当会被多数学者所

赞同，哲学史家当也不会反对讲明“思想世界”与“历史世界”的联系。实际上，“知人论世”亦应是哲学史研究的

内在要求，尽管以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囿于既有的学科范式而对此作得很不够。关于“推明治道”在道学系统中仍占

有“第一序”的位置，我认为这正是中国哲学的特色。司马迁论先秦六家要旨云：“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

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即是说，先秦六家的言路虽然有所

不同，但“务为治”是相同的。宋代的道学虽然更加强调了“治道”或“外王”必须以“内圣”为本，但在“务为

治”这一点上仍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，否则其“证道体”就真与佛教的“证涅槃”“不过在百步与五十步之间而

已”。 



如果说“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”是应该采取的方法，那么前述余先生对王夫之“陋宋”之说的疏释就显得有些勉

强。“分别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不同角度为宋代寻求历史定位”，这实际上并不是王夫之所采取的方法。王夫之的

《宋论》虽然是以政治史为纲，但实际亦采取了“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”的方法，而且其中对宋代士大夫的“政

治文化”多有批评，甚至可以说，王夫之的“陋宋”之说把“宋学”也包括在内。分析这一历史现象，既可见宋代政

治文化的局限性，亦可见王夫之思想的局限性。这或能从一个角度说明对“宋代学术”或“宋学”评价的复杂性，而

陈寅恪先生所寄予弘愿的“宋代学术之复兴，或新宋学之建立”，也必须对这里的复杂性有所认识，必须克服宋代政

治文化以及王夫之思想的局限性。从一定的意义上仍可说，宋代学术之复兴“非大反孤秦、陋宋之为不得延”。 

一 

王夫之一生著述宏富，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，可能只有朱熹堪与其比肩。《张子正蒙注》与《宋论》是他晚年的

两部代表作。他死时自题墓志铭云：“抱刘越石（注：即刘琨）之孤愤，而命无从致；希张横渠之正学，而力不能

企。”这里的“希张横渠之正学”，很明显体现在《张子正蒙注》中；而“抱刘越石之孤愤”，我认为正是《宋论》

的精神之所寄。 

关于宋代的“书院之始”，王夫之认为始自宋真宗咸平四年“诏赐《九经》”。实际上，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

淹执掌南都府学，尤其是始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。《宋史·晏殊传》载：“（晏殊）改应天府，延范仲淹以教生

徒。自五代以来，天下学校废，兴学自殊始。”朱熹编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十一记：“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，如胡

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之徒，与公从游，昼夜肄业……”这正说明，“宋初三先生”乃是范仲淹门下的“贤士”，他

们因得到范仲淹的激励、奖掖和提携，才成为宋代复兴儒学的前驱（关于范仲淹与“宋初三先生”的关系，参见拙文

《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2003年第10期）。 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从抗击西夏的陕甘前线调回京师，授枢密副使、右谏议大夫，复除参知政事。范仲淹

“每进见，必以太平责之”。范仲淹批评此前的科举“专以辞赋取进士，以墨义取诸科，士皆舍大方而移小道，虽济

济盈庭，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”。范仲淹注重“经济”（本于儒家的“经旨”而经世济民），将“辞藻”（诗

赋）、“墨义”（记诵经书章句）置于“经旨”、“理道”之下，这对于宋代学风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。“庆历四

年，天子开天章阁，与大臣讲天下事，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，于是建太学于京师，而有司请下湖州，取[安定]先生之

法以为太学法，至今著为令。”（《居士集》卷二十五《胡先生墓表》） 

由上述可知，范仲淹及其推行的庆历新政对于宋代的“书院之始”，以及“孙明复、胡安定起，师道立，学者兴，以

成乎周、程、张、朱之盛”起了开创的作用。然而，王夫之对于范仲淹和庆历新政不但没有表彰，相反却有着偏执而

苛刻的批评。他认为，宋政之乱“自仁宗开之”，范仲淹等人的屡次上书，“以启上之佚志”，最终引发了庆历新

政。王夫之对于庆历新政之所以有如此的批评，主要是因为庆历新政开了以后熙宁变法、朝臣党争的先河。王夫之因

批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，而致全盘否定宋儒的“上书陈利病”，尤其反对在上书中“以先王为口实”，即宋儒挂在

嘴边的“复三代之治”。这种批评无疑是偏执而苛刻的。 

余英时先生指出：“宋代的‘士’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，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；‘以天下为己任’便

是其最显著的标识。”（第3页）这里的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出自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：“且如一个范文正公，自做

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，无一事不理会过。一旦仁宗大用之，便做出许多事业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九）亦如余

先生所说：“以范仲淹为宋代士大夫的典范，并非出于朱熹一人的私见，而是北宋以来士阶层的共识。”（第210

页）余先生又指出：士大夫与君主“共治天下”的主张是宋代士大夫“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”，这一主张“出现在熙

宁变法时期”（第210、230页）。按，余先生此说并不确切，应该说“共治天下”的主张也是出自范仲淹。在天圣三

年（1025年）范仲淹写的《奏上时务书》（见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七，此书比他在南都府学时写的《上执政书》早两

年）中，他就已提出了“救文弊”、“复武举”，以及“重三馆之选、赏直谏之臣、革赏延之弊”等改革措施。在申

论“重三馆之选”时，他指出：“先王建官，共理天下，必以贤俊授任，不以爵禄为恩，故百僚师师，各扬其职，上

不轻授，下无冒进，此设官之大端也。”这里的“共理天下”显然就是“共治天下”。 

如果说“共治天下”的主张是宋代士大夫“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”，那么宋儒的“章奏”之风就是这一主张和这一意

识的实际行动。就此而言，王夫之对宋儒“章奏”之风的批评，已是对“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”之核心精神的否定。 

余英时先生又指出：“回向三代”的主张是“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”，后儒对宋代文化有“后三代”之说，陈寅恪先

生所谓“中国文化之演进造极于宋世”就是建立在这一“传统的论断之上”（第184、189页）。然而，王夫之在《宋

论》中把宋儒的“复三代之治”说成是“啧啧之言，以先王为口实”，这就不是“分别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不同角度



为宋代寻求历史定位”，而是对宋代士大夫的“政治文化”的否定了。 

二 

王夫之说，宋政之乱“自仁宗开之”。又说：“天章阁开之后，宋乱之始也。范公缜密之才，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。

是以缜密多知之才，尤君子之所慎用也。”（《宋论》卷四《仁宗九》）这种偏执而苛刻的批评，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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